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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制度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如何测度始终是一个难题。本文在一定假

设下 ,将制度进步引起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经济增长中分离出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

实证研究表明 ,在改革开放初期 ,制度进步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非常显著的 ,而近几年 ,制

度进步的作用呈逐年下降之势。为保持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制度进步的停滞局面亟待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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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①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78 - 2007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 GDP)年平均增

速 (以 1978年价格为可比价 )为 9. 45% ,人均 GDP年平均增速 (以 1978年价格为可比价 )为 8. 28%。那么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在哪里 ? 要回答这个问题 ,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来研究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

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从全民所有制到多种所有制共存 ,中国三十余年改革

开放的实质正是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演进 ,而这样的制度演进必然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提供重要支持。

因而制度要素是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所不能忽视的 ,下面我们先简要回顾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

新制度经济学家最初是从产权方面来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North和 Thomas (1973)认为创新、

规模经济和资本积累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而是增长本身 ,只有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要实现

经济长期增长 ,就需要合适的制度安排和产权界定 ,从而使个人经济活动的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继

而 North (1990)提出外部性的内部化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其后 ,研究者还从其他多个角度来研究制度与

经济增长的关系 ,如民主程度、不平等、法律、开放、金融发展等。而近年来 ,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如何将制度变

量引入经济增长理论中 ,以研究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将制度内生化 ,研究制度如何被各种力量决定

以及制度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 ,从而动态地看待制度演进并寻求有效的制度安排成为目前的研究热点。

这方面的文献可参考 Acemoglu、Johnson和 Robinson ( 2001, 2005 ) , Hall和 Jones ( 1999 ) , Coate ( 2008 ) ,

Battaglini和 Coate (2007) , Rodrik、Subramanian和 Trebbi(2004) , Glaeser等 (2004)以及 Levy(2005)等。

国内研究者也注意到制度对解释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李富强、董直庆和王林辉 (2008)将制度引入增长

模型诠释要素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 ,认为制度不仅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 ,而且通过影响生产要素投入和配置

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 ,而产权制度是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潘向东、廖进中和赖明勇 (2005)

分析了经济制度安排对该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的作用 ,认为在所有的经济制

度安排变量中 ,一国产权的保护程度对该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大。林毅夫和刘明兴 (2004)认为发展中国家

为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的目标 ,应当采取遵循本国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并通过实证分析表明 ,中国

政府在发展战略上的转变是近二十多年来工业化成功的关键。钟昌标、李富强和王林辉 (2006)根据经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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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经济增长作用模型 ,利用中国经济制度和经济增长指标的面板数据对经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

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 ,近年来中国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有效率的 ,并且政府对当前的

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

由于制度的不可观测性 ,现有实证研究探讨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 ,往往将制度分成若干具体的方

面 ,然后利用代理变量代替不可观测的具体制度 ,论证代理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然而制度本身是一

个很宽泛的概念 ,专注于具体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使得我们无法对制度整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探

讨。本文即是要探讨制度作为一个整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并以中国为例分析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因而在本文中 ,我们强调制度为经济活动能够展开的环境 ,而这个环境的不断演化就表现为制度进步。

本文剩余部分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为模型分析 ,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测度进行扩展 ;第三部分为数

据选择与处理 ,以计算中国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第四部分为实证研究与结果 ,利用中国

数据测度了改革开放以来制度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第五部分为全文的结论。

二、模型分析

Solow (1957)最早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分解。本文的分析则基于 Barro和 Sala - i - Martin (2004)第 10章

的内容。该文假设存在如下的标准生产函数①:

Y = F ( T, K, L ) (1)

　　其中 , Y表示产量 , T表示技术水平 , K表示资本存量 , L表示劳动总量。② 生产函数表明经济增长只能

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从而可以将产出的增长分解为各生产要素的增长 ,即包括技术进步以及资本与

劳动的积累。定义全要素生产率 (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增长率 g为 :

g = (
FT T

Y
) T
·
T

=
Y
·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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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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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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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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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2)

　　其中 ,变量上方加一圆点表示该变量关于时间的导数 , FT表示变量 Y关于变量 T的偏导数 ,其他如 FK、

FL等含义类似。 (2)式右边的等式可由对 (1)式求 Y的全微分并在两端同除以 Y得到。如果可以计算出资

本和劳动的社会边际产品 ,我们就可以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g,看作是实际经济增长 (往往用 GDP

代替 )与资本增长和劳动增长引起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差额。由于资本和劳动的社会边际产品并不能直接观

测到 ,实际中 ,研究者往往假设要素的社会边际产品等于可以观测到的要素价格。具体地 ,资本的社会边际

产品 FK = R (资本的借贷价格 ) ,劳动的社会边际产品 FL =W (工资 )。从而
FK K

Y
=

R K
Y
为借贷资本的利息支出

占 GDP的份额 ,称为资本份额 ,记为 sK;相应地 ,
FL L

Y
=

WL
Y
为工资支出占 GDP的份额 ,称为劳动份额 ,记为 sL。

因而 , TFP增长率的估计可以写为 :

ĝ = Y
·

/ Y - sK K
·

/ K - sL L
·

/L (3)

　　本文加入制度变量 ,将上面的标准生产函数扩展为 :

Y = F ( T, I, K, L ) (4)

　　其中 , I表示制度水平。③ 这样 ,我们可以将经济增长分解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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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新的 TFP增长率 g定义为技术进步引起的经济增长与制度进步引起的经济增长之和 ,即 TFP增长率

g可以分解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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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生产函数的性质可以参考 Barro和 Sala - i - Martin (2004)第 1章中关于新古典生产函数的说明。

产量、技术水平、资本存量、劳动总量等变量均为时间的函数 ,为书写方便未明确标出。

制度的加入不改变生产函数的原有性质 , F关于 I连续 ,偏导存在且连续 , I关于时间连续且可导 ,从而 Y关于时间可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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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依然可以将 TFP增长率看作是实际经济增长与资本增长和劳动增长引起的经济增长之间的

差额 ,从而可以根据上面的方法估计出来。但是由于技术和制度都不是可以直接观测到的变量 ,我们很难将

制度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离出来。不过 ,大量研究认为 ,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比较落后 ,研发投入和人

力资本非常有限 ,所以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 ,与比自身更为发达一些的国家进行技术交流 ,是发展中国

家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①特别地 ,对于转型经济国家 ,一方面 ,此类国家的技术进步将依赖于更为发达国

家的技术输入 ,而途径是经由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 ( FD I) ;另一方面 ,由于处于转型时期 ,此类国家的制

度水平将变化剧烈。这样我们假设转型经济国家的技术进步是外生的 ,主要由外部的技术输入决定 ;而制度

进步则是内生的 ,是转型国家自主决定的。对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 ,这个假设是合适的 ,下面就以中国为例

进行分析。

具体来看 ,中国的技术进步将取决于更为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 ,考虑到技术转移可能会涉及到更为发达

国家一定时间段的技术 ,所以在某时刻 t,中国的技术进步将由 (7)式决定 :

T
·
T

= ∫
t

t - q
θ( u) T
·f ( u) / T

f ( u) du (7)

　　其中 ,上标 f表示更为发达的国家 , u∈[ t - q, t) ,θ( u)反映了时刻 u更为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对时刻 t

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大小 , q表示更为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时刻 t中国技术进步有影响的最长时滞 ,即更为

发达国家在时间段 [ t - q, t)的技术进步会对时刻 t中国的技术进步有影响。而对于更为发达的国家 ,我们认

为该国的制度进步相对比较小 ,从而该国的 TFP增长率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因此可以建立起中国 TFP增

长率与更为发达国家 TFP增长率之间的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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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第一个等号由应用方程 (7)所得 ,第二个等号由 TFP增长率的定义所得。

上面的分析是在连续时间条件下进行的 ,而为了得到我们需要的计量模型以估计出制度进步引起的

TFP增长率 ,还需要对方程 (8)进行离散化处理。假设 g
f ( u)前的系数在短期内 [ t - i, t - i + 1 ] ( i = 1, 2, ⋯,

q)不发生变化 ,用βi表示 ,并将积分形式转化为求和的形式 ,则可得离散形式的某时期 t中国 TFP增长率计

量模型为 :

gt = gIt +β1 g
f
t - 1 +⋯ +βq g

f
t - q +εt (9)

　　其中 , gt表示中国的 TFP增长率 , gIt表示中国制度进步引起的 TFP增长率 , g
f
t - i表示更为发达国家第 t - i

期的 TFP增长率 ,εt为随机扰动项。这样 ,中国由技术进步引起的 TFP增长率可以表示为β1 g
f
t - 1 +⋯ +

βq g
f
t - q ,记为 gT t ,而由制度进步引起的 TFP增长率则等价于 gt - gT t -εt。

还需说明的是 ,更为发达国家 TFP增长率即 g
f通常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 TFP增长率 ,所以本文中对于

g
f的估计按照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般结论 ,对多个更为发达国家的 TFP增长率进行加权求和得到。权

数则是中国从某更为发达国家的进口额与接受该国的 FD I数额之和在中国从所有更为发达国家进口与接受

FD I的总额中所占的份额 (以下简称“流入份额”)。从而在第 t期 ,更为发达国家滞后 i期的 TFP增长率加

权和 g
f
t - i可以表示为 :

g
f
t - i = 6

j∈Φ
w j g

f
jt - i (10)

　　其中 ,Φ表示在第 t期对中国出口或进行 FD I的更为发达国家集 , g
t
jt - i表示第 j个更为发达国家第 t - i期

的 TFP增长率 , w j表示第 t期第 j个更为发达国家的流入份额。

7

①参见何元庆 (2007)、姚洋 (1998)等。



三、数据选择与处理

本文 TFP增长率的测度①采用增长核算法②,即按照方程 (3)进行计算。而为测度 TFP增长率 ,我们以

中国为例详细解释各变量的选取 ,而对更为发达国家的 TFP增长率测度则做简要说明。以下关于中国的数

据除非特别说明均来自中国经济信息网。

(一 )经济增长率与劳动增长率

经济增长率用 GDP增长率替代 , GDP增长率则利用以 1978年价格为可比价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计算。

劳动增长率用从业人口数的增长率替代。由于从业人口数仅以年末数据的形式统计 ,因而取上年年末从业

人口数与本年年末从业人口数的平均值为本年从业人口数 ,以此为基础计算劳动增长率。

(二 )资本增长率

由于我国并没有对资本存量的统计 ,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对资本存量进行测算 ,即 :

Kt = (1 -δ) Kt - 1 + Z t / Pt

　　其中 , Kt为第 t期的资本存量 , Z t为第 t期的名义投资 , Pt为第 t期的资本投资价格指数 ,δ为资本折旧

率。具体地 ,初始资本存量即 1978年的资本存量 K1978按通行处理方法假定为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 Z t

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替代。Pt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替代 ,对缺失数据我们用消费者价格指数近

似。对于折旧率δ,我们利用张军等 (2004)的结论 ,设为 9. 6%。资本增长率便可用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替代。

(三 )资本份额与劳动份额

本文利用 CCER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提供的关于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明细数据来计算资本份额与劳动

份额。收入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由四个部分组成 ,即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

我们应用叶裕民 (2002)的处理方法 ,假定生产税净额中劳动和资本的份额与劳动份额和资本份额是相同

的 ,从而劳动份额 sL为 :

sL =
劳动者报酬

劳动者报酬 +固定资产折旧 +营业盈余
(11)

　　相应地 ,资本份额 sK则为 1 - sL。

(四 ) FD I、进口与流入份额③

本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明目下按国别 (地区 )分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来衡量中国接受各国或地区的 FD I

数额 ,用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进口总额来衡量中国从各国或地区的进口额。为计算方便 ,按照 FD I数额和进

口额总值大小选出六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或地区来代替所有与中国有 FD I业务和进口交易的更为发达国家

或地区 ,即香港、台湾、韩国、美国、日本、德国。1991 - 2007年 ,中国接受这些国家或地区的 FD I与进口总额

均占到了中国全部 FD I与进口总额的 50%左右。这样我们将某国或地区的流入份额定义为中国接受该国

家或地区的 FD I与进口总额占所有六个国家或地区的 FD I与进口总额的百分比以使流入份额总和标准化为

1。限于数据 ,对于 1991年之前的 FD I与进口只考虑香港、美国、日本 ,并且以 1991年三个国家或地区的流

入份额代替 1979 - 1990年该国或地区的流入份额。另外 ,考虑到各经济体的相似性 ,我们将香港、台湾、韩

国视为一组而将美国、日本、德国视为另一组 ,从而区别两组国家或地区技术进步对中国技术进步的不同影

响。

(五 )六国或地区的 TFP增长率测度

有关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的数据来源于 OECD. StatExtracts数据库 ,有关香港的数据来自香港政府统

计处 ,有关台湾的数据来自台湾统计资讯网 ,而对六国或地区相关变量的计算与中国各相关变量的计算是相

似的。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参考 Kendrick (1976)的结果并进行必要的计算 ,将美国、德国、日本、韩国、香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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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非特别说明 ,对于缺失数据 ,我们利用线性插值法计算得到。

本文之所以选择利用增长核算的方法来测度 TFP增长率 ,在于考虑到制度作为一个影响广泛的因素可能会与资本和

劳动有相关关系 ,利用普通回归方法计算资本份额与劳动份额会产生不一致估计。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多种计算方法的比

较可参考郭庆旺和贾俊雪 (2005) ,林毅夫和任若恩 (2007)等。

本文没有区分 FD I与进口对技术进步作用的不同 ,即认为 FD I与进口对技术进步的效果相同。关于此方面的文献可参

考何元庆 (2007)、沈坤荣和耿强 (2001)、姚树洁和韦开蕾 (2007)、姚树洁等 (2006)、赖明勇等 (2005)。



台湾期初的资本存量分别设为当期 GDP的 10、7、7、3、4、2倍。① 而对香港和台湾的劳动份额则参考 Young

(1995)的结果 ,对于 1990年以后的劳动份额数据 ,我们用 1966 - 1990年劳动份额的平均值代替。

四、实证研究及结果

在进行完数据选择与整理后 ,我们就可以利用方程 (3)求得中国 1979 - 2007年的年度 TFP增长率数据

及六个更为发达国家或地区 1971 - 2007年的年度 TFP增长率数据。然后以流入份额为权重利用方程 (10)

求得两组 (即美国、德国、日本组与香港、台湾、韩国组②) TFP增长率加权和。这样 ,我们以中国年度 TFP增

长率为被解释变量 ,以两组年度 TFP增长率加权和为解释变量建立计量模型。

首先 ,我们利用 Eviews 5. 0软件对各变量运用扩展的迪克 -福勒 (ADF)单位根检验进行平稳性检验。

结果表明所有变量均在 5%置信度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即我们可以认为表 1中所有变量均为平稳

的。接下来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反复比较和删减变量 ,最后得到如下的回归方程 :

g =β1 g ( - 1) +β2 g
A
6 +β3 g

B
8 + u (12)

u =β4AR (2) +β5MA (2) +ε (13)

　　其中 , g与 g ( - 1)分别表示当期和滞后一期的中国年度 TFP增长率序列 ,上标 A和 B分别表示香港、

台湾、韩国组与美国、德国、日本组 , g
A
6与 g

B
8分别表示 A组滞后 6期与 B组滞后 8期的 TFP增长率加权和序

列 , AR (2)表示扰动项 ( u)滞后 2阶的自回归项 , MA (2)表示扰动项滞后 2阶的移动平均项 ,β为回归系数 ,ε

为随机扰动项。回归结果详见表 1。

表 1 　　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统计量 P -值

g ( - 1) 0. 660615 0. 067825 9. 739953 0. 0000
g

A
6 0. 466243 0. 146206 3. 188943 0. 0044

gB
8 0. 886685 0. 262250 3. 381071 0. 0028

AR (2) - 0. 413409 0. 192665 - 2. 145740 0. 0437
MA (2) - 0. 930606 0. 034565 - 26. 92335 0. 0000

R
2 0. 785866 Log likelihood 76. 83322

Adj. R2 0. 745079 Schwarz Criterion - 5. 283690

由表 1可见 ,各解释变量在 5%的置信度下均是显著的 ,拟合优度也较高 ,说明模型整体上是令人满意

的。继而应用多种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 ,考察最小二乘法的假设条件是否满足。对解释变量进行相关性分

析 ,表明不存在共线性。对残差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残差服从正态分布 ,不具有自相关性 ,也不具有异方差

性。限于篇幅 ,我们不在此列出详细结果。因此 ,我们断定模型设定是合理的。

下面我们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由表 1可以看到 ,通过进口或 FD I引入的外部技术进步对中国 TFP增

长率具有重要的贡献。具体地 ,香港、台湾、韩国组滞后 6期的 TFP增长率加权和增长 1%可以提高中国

TFP增长率约 0. 47% ;而美国、德国、日本组滞后 8期的 TFP增长率加权和增长 1%可以提高中国 TFP增长

率约 0. 89%。制度进步引起的 TFP增长率在本回归方程中可以分为三部分 ,即滞后 1期的 TFP增长率、扰

动项的 AR (2)项、扰动项的 MA (2)项。而回归结果表明 ,上期的 TFP增长率增长 1%可以提高本期的 TFP

增长率约 0. 66%。这意味着 ,上期较高的 TFP增长率更有利于促进本期的制度进步 ,而制度进步的推进又

有助于 TFP的更快增长。扰动项的 AR (2)项说明 ,如果某一期实际的 TFP增长率 (即 g)超过上期 TFP增长

率与当期技术进步引起的 TFP增长率之和 (即β1 g ( - 1) +β2 g
A
6 +β3 g

B
8 ) 1% ,则会降低此后第 2期 TFP增长

率约 0. 41%。类似地 ,扰动项的 MA (2)项也说明 ,如果某一期的残差提高了当期 TFP增长率 1% ,则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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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相关资料 ,按照不变购买力 ,以 2000年为基准 ,以美元计价 , 1970年各国或地区人均 GDP分别为 :美国 , 18 146. 8美

元 ;德国 ,估计值 13 295. 7美元 ;日本 ,估计值 12 735. 4美元 ;韩国 , 2 859. 9美元 ;中国香港 ,估计值 4 706. 54美元 ;中国台湾 ,估

计值 1 430. 59美元。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在 1971 - 2007年 ,对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来说 ,认为其制度水平的变化不大 ,从而 TFP增

长率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是合适的 ;而对于香港、台湾、韩国等国家或地区 ,这样的假设就值得商榷了。但是如果认为这些国家

或地区既存在制度进步又存在技术进步 ,那么我们将无法分离出技术进步引起的 TFP增长率 ,从而本文的实证研究将无法进行。

所以 ,对香港、台湾、韩国 ,本文仍认为 TFP增长率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 ,因而本文的实证结果需要谨慎对待。



此后第 2期 TFP增长率约 0. 93%。

图 1　1982 - 2007年中国 TFP增长率变化趋势

图 1描绘了 1982 - 2007年中国 TFP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其中 , gT与 gI分别表示由技术进步与制度进

步引起的 TFP增长率。由图 1可见 ,技术进步引起的 TFP增长率比较稳定 ,从 1982年到 2007年均在

- 1. 5%～3%之间 ,且多处于 1%～2%的水平。制度进步引起的 TFP增长率变化较大 ,在改革开放早期 ,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除个别年份外都是非常重要的 ,并曾在 1992年达到 6. 17%的峰值。但此后 ,制度进步引起

的 TFP增长率进入下跌期 ,特别是从 2000年以来 ,制度进步引起的 TFP增长率逐年下降 ,到 2006年竟已变

成负值 ,为 - 0. 34% ,尽管 2007年略有反弹。

最后 ,我们分析需要怎样的要素投入组合才能维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假设本文的计量模型在一定期

限内仍然是有效的 ,我们对 2008 - 2013年中国 TFP增长率及 GDP增长率进行简单的预测。计算 2013年之

前所需要的六国或地区 TFP增长率数据已经求得 ,对各国或地区 TFP增长率的权重则沿用 2007年的流入

份额。g ( - 1)项则可以通过逐步递推的方法得到。2009年及其之前的 AR (2)项和 MA (2)项可以通过模型

直接得到 , 2009年之后 ,则取 MA (2)项值为零 , AR ( 2)项通过方程 (13)递推得到。假设今后几年劳动增长

率稳定在 0. 7% ,而劳动份额则稳定在 0. 45。我们在表 2中列出了 2008 - 2013年不同资本增长率下 GDP增

长率的期望值及 TFP增长率的期望值。

　　表 2 　　不同资本增长率下 GD P增长率期望值及 TFP增长率期望值 ( %)

资本增长率
GDP增长率期望值

13 14 15 16 17 18 E ( g) E ( gT ) E ( gI )

2008 6. 73 7. 28 7. 83 8. 38 8. 93 9. 48 - 0. 73 0. 99 - 1. 72
2009 6. 86 7. 41 7. 96 8. 51 9. 06 9. 61 - 0. 60 0. 09 - 0. 69
2010 8. 44 8. 99 9. 54 10. 09 10. 64 11. 19 0. 98 0. 73 0. 25
2011 8. 10 8. 65 9. 20 9. 75 10. 30 10. 85 0. 63 0. 30 0. 33
2012 7. 23 7. 78 8. 33 8. 88 9. 43 9. 98 - 0. 24 0. 95 - 1. 19
2013 7. 62 8. 17 8. 72 9. 27 9. 82 10. 37 0. 15 0. 75 - 0. 59

　　注 : E (·)表示期望值。

从表 2可以看出 ,为使中国 GDP保持 8%左右的年增长率 ,资本增长率必须保持在 14%以上 ,这意味着

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在靠高投入来维持。然而这样的高投入能否长期持续下去是值得怀疑的。高投入也

和中国近年来力求经济转型的方针是相悖的。经济转型必然要求 TFP增长率在经济增长中占有更大的份

额 ,维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就必须维持 TFP的高速增长。假设资本增长率能够维持在 8%～10% ,以 0. 60的

资本份额来计算 ,为维持经济每年 8%以上的增长则至少需要 TFP增长率达到 2%～3%。基于本文的假设 ,

技术进步主要为外部决定 ,且在预测的六年里 ,其引起的 TFP增长率不足 1%。这就要求制度进步引起的

TFP增长率至少达到 1%～2%。但在我们预测的六年里 ,制度进步引起的 TFP增长率最高不过 0. 34% ,而

最低竟达 - 1. 72% ,这显然不能满足维持经济高增长的要求。

由以上分析可见 ,当前形势下 ,制度进步是中国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惟一突破口 ,而制度进步停滞的局

面亟待解决。过去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政府定能够承担起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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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推动制度进步从而使国民经济高速增长。

五、结论

本文通过在经济增长中加入制度要素 ,将 TFP增长率分解为由技术进步与由制度进步引起的两部分 ,

从而可以分析制度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对中国的实证研究表明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中 ,技术进步对

中国年度 TFP增长率的贡献比较稳定 ,一般维持在 2%左右 ;而制度进步对中国年度 TFP增长率也发挥了积

极且重要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早期对 TFP增长率的贡献达到了 4%左右。然而 ,近年来制度进步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逐年下降 ,甚至在未来几年中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作用。高资本投入的不现实性与当前技术进

步的外生性 ,使得制度进步成为维持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惟一突破口。而目前制度进步的停滞局面亟待

政府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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